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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的 1 229． 83 亿元激增至 2010 年的 40 771． 11 亿元，增长了 33 倍，占 GDP 的比重也由













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可分为公共财政预算内非税收入 ( 下简称预算内非税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 ( 以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为主体) 与预算外收入三大类，这三类非税收入在非税总量膨胀的
过程中则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预算内非税收入②占 GDP 比重由 1993 年不足 0． 12% 提高
至 2010 年的 1． 73%，增长幅度最大; 预算外收入占 GDP 的比重自 2000 年之后逐步降低，2010
年占 GDP 比重约为 1． 3%，为三类非税收入中最小; 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则由 1997 年占 GDP 比
重的 0． 5%逐步提高至 2010 年的 4． 5%，目前成为非税收入的绝对主体③。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结构变动? 现有研究并未给出有力的解释。而根据 Ｒevelli，De-
vereux et al． 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后发现在一个多层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存
在着对中央政府政策导向纵向共同反应 ( vertical common reaction) 和同级政府间横向策略互动

























本文所采用的公共财政预算内非税收入等于各地区本级公共财政收入 ( 一般预算收入) 减去税收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
收益和国有企业计划补亏，即地方政府除国有收益 ( 亏损) 外的所有各项非税收入之和。











数”zi = f( z －i，Xi ) ，即 i 地区非税负担 zi 不仅由本地经济社会因素 Xi 所决定，还受到周边相关地
区的非税负担 z －i 影响。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为检验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的存在性和影响程度
提供了可能，其中空间滞后面板模型被认为是一种适合检验地方政府间空间互动均衡结果的实证
模型，并在国内外财政竞争研究中被大量采用。［13 － 15］而为了研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纵向共同
反应，借鉴 Ｒevelli，Devereux et al． 的做法［6 － 7］，本文将中央政府政策变量作为可观测共同因子
引入实证模型。除此之外，为了考虑财政分权以及非税收入路径依赖性的影响，本文将财政分权
指标和非税收入负担的时间滞后项一并引入模型中，最终本文采用如下空间动态滞后面板模型:
zit = zit－1 + α∑
j≠i
wij zjt + γczt + ηfdit + βXit + μi + λ t + εit
其中，zit 是地区 i 在时间段 t 内该地区的非税收入变量; zit－1 为地区 i 时间滞后一期的非税收入
变量; wij 代表反映不同地区之间空间相互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 ∑
j≠i
wij zjt 代表地区 i 非税变量的空
间滞后变量 ( 空间策略互动变量) ; czt 代表中央政府非税政策变量，不随个体只随时间变化; fdit
则用以衡量财政分权指标; Xit 代表影响地区 i 非税收入负担的经济社会因素。结合现有国内外文
献的做法，X 包括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经济周期、开放程度、城市化率、固定资
产投资比例和税收负担水平。μi 和 λ t 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残差项。α、β、γ 和 η
为相应的估计参数。我们可以通过待估参数 α 和 γ 的显著性、符号、大小来衡量政府间策略互动
的存在与否、作用方向与影响强度。α 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间存在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 ( 策略
互补) ，显著为负说明存在差异化的策略互动 ( 策略替代) ，若不显著则说明地方政府间不存在






根据 Madariaga ＆ Poncet 的研究，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能够在控制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同时较好
解决被解释变量动态变化和空间滞后项带来的内生性问题［16］，本文将采用该方法进行参数估计。
( 二)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国财政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数据库 ( CEIC databases) 。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zit 是 i 地区 t 期非税收入负担水平，即各项非税收入占本地区 GDP 的比
重，具体分为非税收入总量负担 ( nontax) ，预算内非税收入负担 ( budget) ，预算外收入负担





时考虑了人口规模和中央转移支付的影响。［17，15］各控制变量 X 包括: 经济发展程度 ( avergpd) 等
于以 2000 年价格计算各地区的人均实际 GDP，产业结构 ( industrystructure) 等于各地区二三产业
的产值占其 GDP 的比重，开放程度 ( openness) 等于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其 GDP 之比，城市化
率 ( cityrate) 等于各省份的非农业人口除以其总人口，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 investment) 等于各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其 GDP 之比，税收负担水平 ( taxburden) 等于各地区税收总收入除以











－ = 1t1 － t0 + 1∑
t1
t0




根据序列相关性的 AＲ 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Hansen 检验的结果均表明，本文所采用的
系统广义矩法具有适用性，回归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其中表 1 是 2000—2010 年全样本省份
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表 2 是 2000—2004 年和 2005—2010 年两个分样本的估计结果。之所以要






就非税收入总体负担而言，无论是表 1 全样本还是表 2 分样本的估计结果都表明其策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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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策略模仿的结果导致了各地区非税收入负担的普遍提高，如图 1 和图 2 所
















0． 2436183＊＊＊ 0． 5054018＊＊＊ 0． 6313131＊＊＊ 0． 2035555＊＊＊
( 6． 72) ( 8． 92) ( 7． 63) ( 5． 60)
ln_∑wij zjt 0． 8656277
＊＊＊ 0． 5230007＊＊＊ 0． 6548027＊＊＊ 0． 6755298＊＊＊
( 7． 38) ( 4． 66) ( 8． 12) ( 11． 25)
ln_central
－ 0． 0050835 － 0． 0446889＊＊ 0． 2125383＊＊＊ － 0． 0598366
( － 0． 08) ( － 2． 54) ( 3． 95) ( － 1． 63)
ln_decentral
－ 0． 29861＊＊＊ － 0． 0425457＊＊＊ － 0． 2214616＊＊＊ － 0． 5719273＊＊＊
( － 5． 84) ( － 0． 90) ( － 3． 81) ( － 6． 26)
ln_avergdp
－ 0． 2884664＊＊＊ － 0． 2649578＊＊＊ － 0． 2807176＊＊＊ － 0． 0375285
( － 6． 34) ( － 4． 68) ( － 2． 76) ( － 0． 21)
ln_egrowth
－ 0． 0294108 － 0． 0041656 － 0． 0013298 － 0． 0185996＊＊＊
( － 1． 03) ( 0． 29) ( － 0． 06) ( － 3． 01)
ln_taxburden
0． 1412025＊＊＊ 0． 066618 － 0． 1074034* 0． 1596889*
( 2． 94) ( 1． 45) ( － 1． 68) ( 1． 70)
ln_industrystructure
0． 6382063 0． 3965848 0． 7884099 0． 0224288
( 0． 88) ( 0． 87) ( 1． 12) ( 0． 02)
ln_investment
0． 4362084＊＊＊ 0． 3538041＊＊＊ 0． 2189703 0． 3797608
( 3． 85) ( 2． 88) ( 1． 16) ( 1． 02)
ln_cityrate
－ 0． 0811438 － 0． 0625922 － 0． 0453139 － 0． 4063047
( － 0． 52) ( － 0． 68) ( － 0． 45) ( － 1． 63)
ln_openness
0． 0016963 0． 0636899 － 0． 0186465 － 0． 0151675
( 0． 04) ( 1． 32) ( 0． 47) ( － 0． 21)
_cons
3． 750318＊＊＊ 3． 179321＊＊＊ 2． 735737＊＊＊ 0． 074172
( 4． 36) ( 4． 04) ( 2． 85) ( 0． 03)
AＲ( 1) 检验 － P 值
－ 3． 09＊＊＊ － 2． 77＊＊＊ － 3． 45＊＊＊ － 2． 12＊＊
( 0． 002) ( 0． 006) ( 0． 001) ( 0． 034)
AＲ( 2) 检验 － P 值
－ 1． 40 0． 92 0． 61 － 0． 89
( 0． 161) ( 0． 358) ( 0． 542) ( 0． 376)
Hansen 检验 － P 值
20． 12 17． 38 23． 04 22． 23
( 1． 000) ( 1． 000) ( 1． 000) ( 1． 000)
注: 1． 各回归系数下的括号内数值表示 t 值，各检验值下的括号内数值表示 p 值;














入占 GDP 比重提高 1%，本地区相应提高 0． 83% ; 预算外收入次之为 0． 65，即周边地区预算外
收入占 GDP 比重提高 1%，本地区相应提高 0． 65% ; 而预算内非税收入系数最小为 0． 52，即周
边地区预算外收入占 GDP 比重提高 1%，本地区仅提高 0． 52%。而就变化趋势而言，随着非税
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策略模仿程度逐步增强，对预算外收入的策
略模仿程度则有所减弱，而预算内非税收入则由不存在显著策略互动变为显著的策略模仿。这与
各类非税收入结构性变化趋势密切联系，如图 3 所示，土地出让收入自 2003 年起成为了非税收
入的主体，并且其占非税收入总量的比重稳步增长，由 2000 年的不足 20%逐步增长至 2010 年的









从分类收入的角度来看，中央政策变量对预算内非税收入的全样本估计约为 － 0． 044，分样








革前为 0． 19，在改革后为 0． 15。这表明地方政府在预算外收入上表现出与中央政策相跟随的共
同反应，即中央政策导向是地方预算外收入负担下降的重要因素，而图 5 反映的中央和地方预算
外收入占其本级财政收入比重的共同下降趋势则可进一步验证本结论。中央政策变量对土地出让
收入影响的全样本估计系数并不显著，但分样本估计结果显著，并且改革前为 － 0． 19，在改革后
为 0． 20。这说明在非税预算管理改革前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土地政策表现出相违背的共同反
应，而改革之后则转变为跟随策略。为了进一步验证此结论，我们可以从图 6 中发现，在 2004
年之前，无论中央土地政策是紧缩还是宽松，都改变不了地方政府审批建设用地数量和土地出让
收入规模膨胀的局面。以 2002 年为例，中央审批的建设用地数量由 2001 年的 72 615． 95 下降至
当年 44 372． 58，下降幅度接近 40% ; 然而地方政府审批的建设用地却高达 183 540． 14，较 2001
年 166 988． 04 仍 然 有 10% 的 增 长，同 时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也 由 2001 年 的 1 796． 22 增 至 当 年
3 092． 94，增幅超过 70%。而 2004 年之后土地出让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则与中央审批建






图 3 各类非税收入结构变化趋势图 图 4 中央—地方预算内非税收入规模变化趋势
图 5 中央—地方预算外收入规模和占比变化趋势图 图 6 中央—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及用地审批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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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财政分权及其他控制变量结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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